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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境 的 突 破 

 

丘山石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而最终是以中国劳
动人民在长时期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易经》所折射出的
“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元精神为法宝，突
破了所有困境，并开创出新的繁荣局面。在当今面临西方强势文化逼压的形势
下，仍只有秉持这一元精神，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将其学术
信仰内纯思辨的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以与心性学相通，才能逐步改
变当今所面临的尴尬的局面，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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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就是‘困’在‘境’里，不能敞开”[1]。困境的突破，就意味着所“困”之“境”被“敞

开”。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当春秋战国之时，宗周式微，诸侯纷起，不仅战

祸连年，生灵涂炭，且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人们陷入生存与意义双重危机之中。而当南宋之时，一方面

异族入侵、华夏陵夷；另一方面自五代以来佛老之学横溢天下，汉民族由此面临着生存危机与意义危机。

近现代以来，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异体文化随之大举涌

入，中国人赖以询问意义的传统儒学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

1937年日军的全面侵华，对中国人进行残酷杀戮，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亡绝灭境地。在鸦片战争

以前，中国人所赖以询问意义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文化。洋务运动之时，虽然国门早已被叩开，但

以儒学为思想资源的形态并没有改变。“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的即是能更好地维护传统政治形态和思想

形态。如梁启超所言，人们在此之前“咸以为吾中国之所以见弱于西人者，惟是武备之未讲，船械之未

精，制造之未习，格致之未娴，而于西人所以立国之本末……则瞠乎未始有见。故西文译华之书数百种，

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2—p2]。1894年的中日战争，伴随着北洋水师樯摧橹折、灰飞烟灭之后，中国人传

统思想大厦根基也开始产生动摇。国人开始由洋务运动时“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转向“别求新声于异

邦”，向泰西各国求取新的政治思想文化资源，以强国保种。随后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民



族解放战争，包括新中国的建立，都是这一思想历程的继续。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即是一部走出国门，求

取强国之路的历史。对此有人认为，在这一连串历史进程中，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经退出了

政治舞台，“至少从戊戌变法开始，国家变革的思想资源转移到了哲学（或西方文化），形成了向哲学询

问，哲学应答，并发用为变革行为，形成新的问—答—行结构”[1]。“之后的历次变革，思想资源几乎完

全从哲学中来”[1]。从表面上看，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形态确是如此，但只要稍作细致分析，便会立即感

悟到，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变革史，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得以大放光彩的历史。在近现代一系列生

存与意义危机中，最终藉以摆脱困境的，是劳动人民在长时期的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

《易经》所折射出的“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元精神。正是因为这一

元精神，中国人才一次又一次突破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 

 

一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p2]又《系辞下》云：“夫乾，天下之至健

也。”[3—p69]所谓乾，即健，就是天体永不停息地运转，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止它，改变它。乾象天，崇高

广大；象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乾，元亨利贞”[3—p1]。朱熹谓：“元，大也，亨，通也，利，宜

也，贞，正而固也。”[3—p1]在《易经》六十四卦中，乾位其首，表示中国人重乾、崇阳的进取精神。彖

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3—p2]君子法其至刚之德以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之

一。数千年来，正是这一重乾崇阳、自强不息的阳刚精神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而创造了如此灿烂

的华夏文明。 

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3—p58]又曰：“生生之谓易。”（同上）[3—p58]朱熹

谓：“日新者，久而无穷。”[3—p58]刘沅曰：“日新，无时不然，而无一息之间断。”[4—p641]一句话，

日新就是不断更新、不断进取的意思。日新又新，其德业不可能不盛大。所谓“生生”，《周易.正义》

曰：“生生，不绝之辞。”[5—p611]朱熹谓：“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3—p58]综而言之，所谓

“生生”，即生，使之生。阴阳变易，生生无穷，无有止息。一部《易经》所表述的，就是生生不息的道

理。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p65]，而“变通者，趣时者也”[3--p64]。“夫易者，变化之总

名，改换之殊称”[5—p2 ]。易六十四卦所描述的就是阴阳变化的过程。孔子生当诸侯陵夷、生灵涂炭之

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变革损益三世之道，为万世垂范。朱熹生当国

家危亡、儒门淡泊、人心陷溺之际，出入佛老、援佛入儒，终成重构儒学思想大厦之功。近现代以来，中

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终日乾乾，革故鼎新，终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 

 

二 

 

诚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元精神终使人们突破无数次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那么，随西风东渐而来

的西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6]，是否也能藉之予以避免或摆脱呢？对于西方哲学历史，黄玉顺曾这样表

述：“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

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

是语言之家？”[6]如其所言，整个西方哲学史，即是一部“言说”史。“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

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6]。“西方哲学

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

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

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6]。虽说这一所谓“语言的牢笼”是西方哲学所面临

的，但在西风东渐日益强盛，且中国学术领域亦已基本为西方语境所笼罩的今天，这一“语言的牢笼”也

势将降临。为此，如何避免或摆脱这一“语言的牢笼”，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实，在当今中国学人面前，已经面临着所谓双重的“语言的牢笼”：一是如前所言的西方哲学自

身的“语言的牢笼”；一是近现代西风东渐，造成中国学术空间为西方话语所笼罩的“语言的牢笼”。这

两个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即是当今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建中国人意义解释系统必须突破的意义

困境。对于前者而言，是较深层次的，因而它目前还只是一部分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所面临的，而对于大

多数人来说，所面临的则是后者。西方哲学家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6]，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典之

一的《中庸》则云：“率性之谓道。”[7—p1]长期与儒学并立的佛教禅宗索性拒斥语言的言说，宣称自己

“不立文字”。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形上思维的始终是一种直觉体验的“体道”方式。这是因为，在语

言方面，汉民族语言本身即是一种形象语言。比如西方哲学对于“存在”有各种各样的表述，而汉民族的

“是”在其产生之初就隐含有本体（本在、本真）之义。《说文解字》云：“是，直也，从日正。”[8—

p39]“日正”即以“日”为准则，“是”即含有准则、断定之义，如“实事求是”之“是”。由于汉民族语

言本身具有的特点所致，中国人对形上思维的表述向来都是十分地简略，有时干脆宣称“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们所阐述的，无不是一种心灵体验哲学。表现在他们各自典籍

上的问—答—行的“流”，即所谓的“道”或“法”或“理”，严格地说，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那种

知识系统，而是一种为生民安身立命的意义解释系统。虽然儒家学说的另一圣典《易经》曾说：“一阴一

阳之谓道。”[3—p58]中国学人受此启发也曾歧异出“认识心”，但兴许是历史机缘或思想内在局限所致，

并没能阐发出类似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所有思想的证悟与契合最终都以心灵体验为依归。儒家如

此，佛道二家亦如此。虽然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在推动近代实证科学发展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但

却未能如中国儒家的心灵体验哲学那样挣脱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因而在此意义上，只要大力弘扬优秀

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便能在规避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牢笼”时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从而有效地摆脱所

面临的一系列“语言的牢笼”。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东方文化愈来愈受到关注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这

是值得学者们深思的。 

 

三 

 

近现代以来，为突破生存的困境，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为回应西方强势

文化的逼压，学人们通过“变通”，以创造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的意义解释系统——中国哲学。中国在清

代以前并没有“哲学”一词，只在《诗经》等典籍中有“哲王”、“哲匠”、“哲夫”“哲妇”等词语。

“哲”古作 “喆”或“嚞”，意为聪明，与古希腊哲学家所表述的“爱知”之意不同。中国人使用“哲

学”一词，源自清末留日学生从东洋舶来。1873年，日本学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

“Philosophy”一词，由于中日文化历史渊源异常地密切，因而便立即被中国学者普遍使用，尽管此前也有

不少学者从西方哲学著作直接翻译了各种译名。“哲学”一词被舶来后，为适应社会变革需要，中国学人

们便尝试从西方哲学概念中，找出许多范畴和语言来阐明中国原有的思想，用西方哲学架构来建构中国哲

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对于哲学本身而言，它永远不存在什么困境，但中国学人为适应当时新的社会形态而建构的所谓的

中国哲学，由于它的建构十分地仓促，而且是模仿西方哲学架构而建立的，它的民间基础十分地薄弱，所

以并未能圆满解释民间形下层面的生活，而民间也不向它询问意义。同时，因为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尚

处于学术转换阶段，所以也未能解释国人形上层面的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也不向其询问。这样，中国

哲学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造成学自学而行自行，问—答—行的

“流行”格式始终无法有效建立。面对这一困境，中国学人该如何去突破呢？是宣告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

统的建构已经失去意义，从而要么以复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为依归，要么将之摈弃转而全面无条件接受

西方哲学的教育，并完全以之为中国人的意义解释系统，还是继续这一努力，最终完成新的意义解释系统

的建构？在西风东渐已经百多年的今天，复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早已失去了它的学术基础，而全面无条

件地接受西方式的意义解释系统在现如今虽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在西方哲学始终无法突破其自身“语言的

牢笼”的情况下，不加分辨地“自投罗网”，显然是不明智的行为。为此，秉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精

神，通过“趣时”、“变通”，以“援西入中”的方式，完成中国人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则是新一

代中国学人不可推却的责任。近现代百多年的中国与孔子所处的东周及朱熹所处的南宋有极其相似的地

方，都同样面临着生存与意义双重困境。不同的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采用的话语系统仍是汉

民族一脉相承的。孔子所生活的鲁国，当时在文化上是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因而他所采用的是以“用夏变

夷”的方式。南宋的朱熹亦是如此，他在援佛入儒之时，处于主体地位的仍是儒学话语。在近现代百多年



来，由于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而虽然学人们“我海他川”及“我川他海”[9]二种方式并用，但

更多的是以“我川他海”，即所谓“汉话胡说”的言说方式，造成传统的儒学话语淹没在西方哲学话语之

中，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完全被肢解。在西方哲学话语中，“道是逻各斯”，“孔子是苏格拉底”，“朱熹

是康德”，“朱熹的理与气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等等，中华民族悠久的、灿烂的传统思想文化

不幸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为此，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如果继续采用那种“我川他海”，即“汉

话胡说”的言说方式来构建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势必造成中国传统文化被彻底肢解，并且又不可避免地落

入西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 

那么，应如何冲破这一牢笼，摆脱这一困境呢？其实，中国传统儒学先贤先圣们早已为我们指明一

条永远充满光明的大道，那就是“生生”。生，使之生，任何事物都必须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才能永久

地发展下去，哲学思辨亦是如此。中国儒学创始者们对公孙龙子“白马非马”、“坚白不二”之类的玄辨

采取规避的态度，始终把目光投向现实的人的社会。宋儒在援佛入儒之时，亦是将释氏许多空虚的所谓高

妙之论尽皆黜落。如朱熹在以释氏的“月印万川”来解释理学的“理一分殊”时，仍是批判释氏一些空虚

的玄辨。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援西入中”之时，也必须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将其学

术信仰内纯思辨的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以与儒家心性学相通（为避免被庸俗化或被简单地政

治意识形态化，因而仍须保持其本然的超越维度），以逐步改变当今“我川他海”，即“汉话胡说”的尴

尬局面，最终真正完成中国新的意义系统的构建。 

 

总  论 

 

综上所述，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宝典《易经》所折射的元精神“乾健”、“自强不息”、“日新”、

“生生”、“变通”等，不仅是突破生存困境大法宝，也是突破意义困境，走出迷宫的唯一生路。弘扬中

国儒家所阐发的心灵哲学，将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尽皆黜落而皈依于心灵，因为心灵乃是语言

的家园。从来大道至简，不可溺于玄辨。只有通过心灵的超绝，才能与世界沟通，无物我、无内外、无主

客、无天人，最终实现廓然大公，涵容所有的哲学视域，把目光投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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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山石：福建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困 境 的 突 破 

 

丘山石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而最终是以中国劳
动人民在长时期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易经》所折射出的
“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元精神为法宝，突
破了所有困境，并开创出新的繁荣局面。在当今面临西方强势文化逼压的形势
下，仍只有秉持这一元精神，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将其学术
信仰内纯思辨的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以与心性学相通，才能逐步改
变当今所面临的尴尬的局面，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关键词：生存  意义  困境   突破 

 

“困境就是‘困’在‘境’里，不能敞开”[1]。困境的突破，就意味着所
“困”之“境”被“敞开”。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
当春秋战国之时，宗周式微，诸侯纷起，不仅战祸连年，生灵涂炭，且杨朱墨翟
之言盈天下，人们陷入生存与意义双重危机之中。而当南宋之时，一方面异族入
侵、华夏陵夷；另一方面自五代以来佛老之学横溢天下，汉民族由此面临着生存
危机与意义危机。近现代以来，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古
老中国的大门，西方异体文化随之大举涌入，中国人赖以询问意义的传统儒学受
到空前严重的挑战。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1937年日军的
全面侵华，对中国人进行残酷杀戮，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亡绝灭境地。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所赖以询问意义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文化。洋务
运动之时，虽然国门早已被叩开，但以儒学为思想资源的形态并没有改变。“师
夷长技以制夷”，为的即是能更好地维护传统政治形态和思想形态。如梁启超所
言，人们在此之前“咸以为吾中国之所以见弱于西人者，惟是武备之未讲，船械
之未精，制造之未习，格致之未娴，而于西人所以立国之本末……则瞠乎未始有

见。故西文译华之书数百种，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2—p2]。1894年的中日战
争，伴随着北洋水师樯摧橹折、灰飞烟灭之后，中国人传统思想大厦根基也开始
产生动摇。国人开始由洋务运动时“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转向“别求新声于异
邦”，向泰西各国求取新的政治思想文化资源，以强国保种。随后的辛亥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包括新中国的建立，都是这一思想历程的
继续。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即是一部走出国门，求取强国之路的历史。对此有人
认为，在这一连串历史进程中，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经退出了政治
舞台，“至少从戊戌变法开始，国家变革的思想资源转移到了哲学（或西方文
化），形成了向哲学询问，哲学应答，并发用为变革行为，形成新的问—答—行

结构”[1]。“之后的历次变革，思想资源几乎完全从哲学中来”[1]。从表面上
看，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形态确是如此，但只要稍作细致分析，便会立即感悟
到，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变革史，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得以大放光彩的历
史。在近现代一系列生存与意义危机中，最终藉以摆脱困境的，是劳动人民在长
时期的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易经》所折射出的“乾健”、
“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元精神。正是因为这一元精



神，中国人才一次又一次突破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东方文
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p2]又《系辞下》云：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3—p69]所谓乾，即健，就是天体永不停息地运转，
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止它，改变它。乾象天，崇高广大；象龙，上天入地，无所不

能。“乾，元亨利贞”[3—p1]。朱熹谓：“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
贞，正而固也。”[3—p1]在《易经》六十四卦中，乾位其首，表示中国人重乾、
崇阳的进取精神。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3—p2]君子法其至
刚之德以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之一。数千年来，正是这一重乾崇
阳、自强不息的阳刚精神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而创造了如此灿烂的华夏
文明。 

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3—p58]又曰：“生生之谓
易。”（同上）[3—p58]朱熹谓：“日新者，久而无穷。”[3—p58]刘沅曰：“日
新，无时不然，而无一息之间断。”[4—p641]一句话，日新就是不断更新、不断
进取的意思。日新又新，其德业不可能不盛大。所谓“生生”，《周易.正义》

曰：“生生，不绝之辞。”[5—p611]朱熹谓：“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
[3—p58]综而言之，所谓“生生”，即生，使之生。阴阳变易，生生无穷，无有
止息。一部《易经》所表述的，就是生生不息的道理。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p65]，而“变通者，趣时者也”[3--

p64]。“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5—p2 ]。易六十四卦所描述的就
是阴阳变化的过程。孔子生当诸侯陵夷、生灵涂炭之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变革损益三世之道，为万世垂范。朱熹生当国家
危亡、儒门淡泊、人心陷溺之际，出入佛老、援佛入儒，终成重构儒学思想大厦
之功。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终日乾
乾，革故鼎新，终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 

 

二 

 

诚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元精神终使人们突破无数次生存困境与意义困

境。那么，随西风东渐而来的西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6]，是否也能藉之予
以避免或摆脱呢？对于西方哲学历史，黄玉顺曾这样表述：“西方哲学的全部历
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
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

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6]如其所言，整个西方哲学史，即是
一部“言说”史。“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

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6]。“西方哲学
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
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
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

越陷越深的迹象”[6]。虽说这一所谓“语言的牢笼”是西方哲学所面临的，但
在西风东渐日益强盛，且中国学术领域亦已基本为西方语境所笼罩的今天，这一
“语言的牢笼”也势将降临。为此，如何避免或摆脱这一“语言的牢笼”，已经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实，在当今中国学人面前，已经面临着所谓双重的“语言的牢笼”：一
是如前所言的西方哲学自身的“语言的牢笼”；一是近现代西风东渐，造成中国
学术空间为西方话语所笼罩的“语言的牢笼”。这两个所谓的“语言的牢笼”，
即是当今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建中国人意义解释系统必须突破的意义困
境。对于前者而言，是较深层次的，因而它目前还只是一部分研究西方哲学的学
者所面临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面临的则是后者。西方哲学家认为“语言

是存在的家园”[6]，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典之一的《中庸》则云：“率性之
谓道。”[7—p1]长期与儒学并立的佛教禅宗索性拒斥语言的言说，宣称自己“不
立文字”。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形上思维的始终是一种直觉体验的“体道”方
式。这是因为，在语言方面，汉民族语言本身即是一种形象语言。比如西方哲学
对于“存在”有各种各样的表述，而汉民族的“是”在其产生之初就隐含有本体

（本在、本真）之义。《说文解字》云：“是，直也，从日正。”[8—p39]“日
正”即以“日”为准则，“是”即含有准则、断定之义，如“实事求是”之
“是”。由于汉民族语言本身具有的特点所致，中国人对形上思维的表述向来都
是十分地简略，有时干脆宣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论是儒家、道家，还
是佛家，他们所阐述的，无不是一种心灵体验哲学。表现在他们各自典籍上的
问—答—行的“流”，即所谓的“道”或“法”或“理”，严格地说，并不是西
方哲学意义上的那种知识系统，而是一种为生民安身立命的意义解释系统。虽然

儒家学说的另一圣典《易经》曾说：“一阴一阳之谓道。”[3—p58]中国学人受
此启发也曾歧异出“认识心”，但兴许是历史机缘或思想内在局限所致，并没能
阐发出类似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所有思想的证悟与契合最终都以心灵体
验为依归。儒家如此，佛道二家亦如此。虽然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在推动
近代实证科学发展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却未能如中国儒家的心灵体验哲学那
样挣脱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因而在此意义上，只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儒家思
想文化，便能在规避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牢笼”时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从而
有效地摆脱所面临的一系列“语言的牢笼”。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东方文化愈
来愈受到关注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这是值得学者们深思的。 

 

三 

 

近现代以来，为突破生存的困境，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
斗争，而为回应西方强势文化的逼压，学人们通过“变通”，以创造适应新形势
需要的新的意义解释系统——中国哲学。中国在清代以前并没有“哲学”一词，
只在《诗经》等典籍中有“哲王”、“哲匠”、“哲夫”“哲妇”等词语。
“哲”古作 “喆”或“嚞”，意为聪明，与古希腊哲学家所表述的“爱知”之
意不同。中国人使用“哲学”一词，源自清末留日学生从东洋舶来。1873年，日
本学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由于中日文化
历史渊源异常地密切，因而便立即被中国学者普遍使用，尽管此前也有不少学者
从西方哲学著作直接翻译了各种译名。“哲学”一词被舶来后，为适应社会变革
需要，中国学人们便尝试从西方哲学概念中，找出许多范畴和语言来阐明中国原
有的思想，用西方哲学架构来建构中国哲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对于哲学本身而言，它永远不存在什么困境，但中国学人为适应当时新的
社会形态而建构的所谓的中国哲学，由于它的建构十分地仓促，而且是模仿西方
哲学架构而建立的，它的民间基础十分地薄弱，所以并未能圆满解释民间形下层
面的生活，而民间也不向它询问意义。同时，因为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尚处于
学术转换阶段，所以也未能解释国人形上层面的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也不向
其询问。这样，中国哲学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
境地，造成学自学而行自行，问—答—行的“流行”格式始终无法有效建立。面



对这一困境，中国学人该如何去突破呢？是宣告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已
经失去意义，从而要么以复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为依归，要么将之摈弃转而全
面无条件接受西方哲学的教育，并完全以之为中国人的意义解释系统，还是继续
这一努力，最终完成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在西风东渐已经百多年的今天，
复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早已失去了它的学术基础，而全面无条件地接受西方式
的意义解释系统在现如今虽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在西方哲学始终无法突破其自身
“语言的牢笼”的情况下，不加分辨地“自投罗网”，显然是不明智的行为。为
此，秉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精神，通过“趣时”、“变通”，以“援西入
中”的方式，完成中国人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则是新一代中国学人不可推
却的责任。近现代百多年的中国与孔子所处的东周及朱熹所处的南宋有极其相似
的地方，都同样面临着生存与意义双重困境。不同的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
武，所采用的话语系统仍是汉民族一脉相承的。孔子所生活的鲁国，当时在文化
上是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因而他所采用的是以“用夏变夷”的方式。南宋的朱熹
亦是如此，他在援佛入儒之时，处于主体地位的仍是儒学话语。在近现代百多年
来，由于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而虽然学人们“我海他川”及“我川他

海”[9]二种方式并用，但更多的是以“我川他海”，即所谓“汉话胡说”的言
说方式，造成传统的儒学话语淹没在西方哲学话语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完全
被肢解。在西方哲学话语中，“道是逻各斯”，“孔子是苏格拉底”，“朱熹是
康德”，“朱熹的理与气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等等，中华民族悠久
的、灿烂的传统思想文化不幸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为此，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的今天，如果继续采用那种“我川他海”，即“汉话胡说”的言说方式来构建新
的意义解释系统，势必造成中国传统文化被彻底肢解，并且又不可避免地落入西
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 

那么，应如何冲破这一牢笼，摆脱这一困境呢？其实，中国传统儒学先贤
先圣们早已为我们指明一条永远充满光明的大道，那就是“生生”。生，使之
生，任何事物都必须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才能永久地发展下去，哲学思辨亦是
如此。中国儒学创始者们对公孙龙子“白马非马”、“坚白不二”之类的玄辨采
取规避的态度，始终把目光投向现实的人的社会。宋儒在援佛入儒之时，亦是将
释氏许多空虚的所谓高妙之论尽皆黜落。如朱熹在以释氏的“月印万川”来解释
理学的“理一分殊”时，仍是批判释氏一些空虚的玄辨。同样的，我们今天在
“援西入中”之时，也必须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将其学术信
仰内纯思辨的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以与儒家心性学相通（为避免被
庸俗化或被简单地政治意识形态化，因而仍须保持其本然的超越维度），以逐步
改变当今“我川他海”，即“汉话胡说”的尴尬局面，最终真正完成中国新的意
义系统的构建。 

 

总  论 

 

综上所述，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宝典《易经》所折射的元精神“乾健”、
“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不仅是突破生存困境大法
宝，也是突破意义困境，走出迷宫的唯一生路。弘扬中国儒家所阐发的心灵哲
学，将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尽皆黜落而皈依于心灵，因为心灵乃是语
言的家园。从来大道至简，不可溺于玄辨。只有通过心灵的超绝，才能与世界沟
通，无物我、无内外、无主客、无天人，最终实现廓然大公，涵容所有的哲学视
域，把目光投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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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山石：福建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困 境 的 突 破 

 

丘山石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而最终是以中国劳
动人民在长时期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 —《易经》所折射出的“乾
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元精神为法宝，突破了所有困
境，并开创出新的繁荣局面。在当今面临西方强势文化逼压的形势下，仍只有秉
持这一元精神，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将其学术信仰内纯思辨
的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以与心性学相通，才能逐步改变当今所面临
的尴尬的局面，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关键词：生存  意义  困境   突破 

 

“困境就是‘困’在‘境’里，不能敞开”[1]。困境的突破，就意味着所“困”之
“境”被“敞开”。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当春秋战国之
时，宗周式微，诸侯纷起，不仅战祸连年，生灵涂炭，且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人们陷入生存与意义双重危机之中。而当南宋之时，一方面异族入侵、华夏陵
夷；另一方面自五代以来佛老之学横溢天下，汉民族由此面临着生存危机与意义
危机。近现代以来，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



门，西方异体文化随之大举涌入，中国人赖以询问意义的传统儒学受到空前严重
的挑战。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1937年日军的全面侵华，
对中国人进行残酷杀戮，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亡绝灭境地。在鸦片战争
以前，中国人所赖以询问意义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文化。洋务运动之时，
虽然国门早已被叩开，但以儒学为思想资源的形态并没有改变。“师夷长技以制
夷”，为的即是能更好地维护传统政治形态和思想形态。如梁启超所言，人们在
此之前“咸以为吾中国之所以见弱于西人者，惟是武备之未讲，船械之未精，制
造之未习，格致之未娴，而于西人所以立国之本末… …则瞠乎未始有见。故西文

译华之书数百种，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2—p2]。1894年的中日战争，伴随着北
洋水师樯摧橹折、灰飞烟灭之后，中国人传统思想大厦根基也开始产生动摇。国
人开始由洋务运动时“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转向“别求新声于异邦”，向泰西各国求
取新的政治思想文化资源，以强国保种。随后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
日民族解放战争，包括新中国的建立，都是这一思想历程的继续。整个中国近现
代史，即是一部走出国门，求取强国之路的历史。对此有人认为，在这一连串历
史进程中，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至少从戊戌
变法开始，国家变革的思想资源转移到了哲学（或西方文化），形成了向哲学询

问，哲学应答，并发用为变革行为，形成新的问—答—行结构”[1]。“之后的历
次变革，思想资源几乎完全从哲学中来”[1]。从表面上看，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
形态确是如此，但只要稍作细致分析，便会立即感悟到，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变
革史，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得以大放光彩的历史。在近现代一系列生存与
意义危机中，最终藉以摆脱困境的，是劳动人民在长时期的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
的集体智慧结晶— —《易经》所折射出的“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
“变通”等元精神。正是因为这一元精神，中国人才一次又一次突破生存困境与意
义困境，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p2]又《系辞下》云：“夫
乾，天下之至健也。”[3—p69]所谓乾，即健，就是天体永不停息地运转，什么力
量都不能阻止它，改变它。乾象天，崇高广大；象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乾，元亨利贞”[3—p1]。朱熹谓：“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
固也。”[3—p1]在《易经》六十四卦中，乾位其首，表示中国人重乾、崇阳的进
取精神。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3—p2]君子法其至刚之德以自
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之一。数千年来，正是这一重乾崇阳、自强不息
的阳刚精神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而创造了如此灿烂的华夏文明。 

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3—p58]又曰：“生生之谓易。”
（同上）[3—p58]朱熹谓：“日新者，久而无穷。”[3—p58]刘沅曰：“日新，无时不
然，而无一息之间断。”[4—p641]一句话，日新就是不断更新、不断进取的意
思。日新又新，其德业不可能不盛大。所谓“生生”，《周易.正义》曰：“生生，

不绝之辞。”[5—p611]朱熹谓：“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3—p58]综而言
之，所谓“生生”，即生，使之生。阴阳变易，生生无穷，无有止息。一部《易
经》所表述的，就是生生不息的道理。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p65]，而“变通者，趣时者也”[3--p64]。
“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5—p2 ]。易六十四卦所描述的就是阴阳变
化的过程。孔子生当诸侯陵夷、生灵涂炭之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
定礼乐、作《春秋》，变革损益三世之道，为万世垂范。朱熹生当国家危亡、儒
门淡泊、人心陷溺之际，出入佛老、援佛入儒，终成重构儒学思想大厦之功。近
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终日乾乾，革故
鼎新，终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 



 

二 

 

诚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元精神终使人们突破无数次生存困境与意义困

境。那么，随西风东渐而来的西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6]，是否也能藉之予以
避免或摆脱呢？对于西方哲学历史，黄玉顺曾这样表述：“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
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
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

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6]如其所言，整个西方哲学史，即是一
部“言说”史。“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

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6]。“西方哲学这种以
‘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
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

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6]。虽
说这一所谓“语言的牢笼”是西方哲学所面临的，但在西风东渐日益强盛，且中国
学术领域亦已基本为西方语境所笼罩的今天，这一“语言的牢笼”也势将降临。为
此，如何避免或摆脱这一“语言的牢笼”，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实，在当今中国学人面前，已经面临着所谓双重的“语言的牢笼”：一是
如前所言的西方哲学自身的“语言的牢笼”；一是近现代西风东渐，造成中国学术
空间为西方话语所笼罩的“语言的牢笼”。这两个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即是当今
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建中国人意义解释系统必须突破的意义困境。对于前
者而言，是较深层次的，因而它目前还只是一部分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所面临
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面临的则是后者。西方哲学家认为“语言是存在的

家园”[6]，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典之一的《中庸》则云：“率性之谓道。”[7—

p1]长期与儒学并立的佛教禅宗索性拒斥语言的言说，宣称自己“不立文字”。数
千年来，影响中国人形上思维的始终是一种直觉体验的“体道”方式。这是因为，
在语言方面，汉民族语言本身即是一种形象语言。比如西方哲学对于“存在”有各
种各样的表述，而汉民族的“是”在其产生之初就隐含有本体（本在、本真）之

义。《说文解字》云：“是，直也，从日正。”[8—p39]“日正”即以“日”为准则，
“是”即含有准则、断定之义，如“实事求是”之“是”。由于汉民族语言本身具有的
特点所致，中国人对形上思维的表述向来都是十分地简略，有时干脆宣称“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们所阐述的，无不是一种
心灵体验哲学。表现在他们各自典籍上的问—答—行的“流”，即所谓的“道”或
“法”或“理”，严格地说，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那种知识系统，而是一种为生
民安身立命的意义解释系统。虽然儒家学说的另一圣典《易经》曾说：“一阴一

阳之谓道。”[3—p58]中国学人受此启发也曾歧异出“认识心”，但兴许是历史机缘
或思想内在局限所致，并没能阐发出类似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所有思想
的证悟与契合最终都以心灵体验为依归。儒家如此，佛道二家亦如此。虽然西方
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在推动近代实证科学发展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却未能
如中国儒家的心灵体验哲学那样挣脱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因而在此意义上，只
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便能在规避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牢笼”时
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从而有效地摆脱所面临的一系列“语言的牢笼”。在二十一世
纪的今天，东方文化愈来愈受到关注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这是值得学者们深思
的。 

 

三 

 



近现代以来，为突破生存的困境，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
斗争，而为回应西方强势文化的逼压，学人们通过“变通”，以创造适应新形势需
要的新的意义解释系统— —中国哲学。中国在清代以前并没有“哲学”一词，只在
《诗经》等典籍中有“哲王”、“哲匠”、“哲夫” “哲妇”等词语。“哲”古作 “喆”或
“嚞”，意为聪明，与古希腊哲学家所表述的“爱知”之意不同。中国人使用“哲学”
一词，源自清末留日学生从东洋舶来。1873年，日本学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学”
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由于中日文化历史渊源异常地密切，因而
便立即被中国学者普遍使用，尽管此前也有不少学者从西方哲学著作直接翻译了
各种译名。“哲学”一词被舶来后，为适应社会变革需要，中国学人们便尝试从西
方哲学概念中，找出许多范畴和语言来阐明中国原有的思想，用西方哲学架构来
建构中国哲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对于哲学本身而言，它永远不存在什么困境，但中国学人为适应当时新的
社会形态而建构的所谓的中国哲学，由于它的建构十分地仓促，而且是模仿西方
哲学架构而建立的，它的民间基础十分地薄弱，所以并未能圆满解释民间形下层
面的生活，而民间也不向它询问意义。同时，因为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尚处于
学术转换阶段，所以也未能解释国人形上层面的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也不向
其询问。这样，中国哲学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
境地，造成学自学而行自行，问—答—行的“流行”格式始终无法有效建立。面对
这一困境，中国学人该如何去突破呢？是宣告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已经
失去意义，从而要么以复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为依归，要么将之摈弃转而全面
无条件接受西方哲学的教育，并完全以之为中国人的意义解释系统，还是继续这
一努力，最终完成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在西风东渐已经百多年的今天，复
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早已失去了它的学术基础，而全面无条件地接受西方式的
意义解释系统在现如今虽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在西方哲学始终无法突破其自身
“语言的牢笼”的情况下，不加分辨地“自投罗网”，显然是不明智的行为。为此，
秉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精神，通过“趣时”、“变通”，以“援西入中”的方式，
完成中国人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则是新一代中国学人不可推却的责任。近
现代百多年的中国与孔子所处的东周及朱熹所处的南宋有极其相似的地方，都同
样面临着生存与意义双重困境。不同的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采用的
话语系统仍是汉民族一脉相承的。孔子所生活的鲁国，当时在文化上是处于一种
优势地位，因而他所采用的是以“用夏变夷”的方式。南宋的朱熹亦是如此，他在
援佛入儒之时，处于主体地位的仍是儒学话语。在近现代百多年来，由于西方文

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而虽然学人们“我海他川”及“我川他海”[9]二种方式并
用，但更多的是以“我川他海”，即所谓“汉话胡说”的言说方式，造成传统的儒学
话语淹没在西方哲学话语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完全被肢解。在西方哲学话语
中，“道是逻各斯”，“孔子是苏格拉底”，“朱熹是康德”，“朱熹的理与气是亚里士
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等等，中华民族悠久的、灿烂的传统思想文化不幸成为西
方文化的附庸。为此，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如果继续采用那种“我川他
海”，即“汉话胡说”的言说方式来构建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势必造成中国传统文
化被彻底肢解，并且又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 

那么，应如何冲破这一牢笼，摆脱这一困境呢？其实，中国传统儒学先贤
先圣们早已为我们指明一条永远充满光明的大道，那就是“生生”。生，使之生，
任何事物都必须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才能永久地发展下去，哲学思辨亦是如
此。中国儒学创始者们对公孙龙子“白马非马”、“坚白不二”之类的玄辨采取规避
的态度，始终把目光投向现实的人的社会。宋儒在援佛入儒之时，亦是将释氏许
多空虚的所谓高妙之论尽皆黜落。如朱熹在以释氏的“月印万川”来解释理学的
“理一分殊”时，仍是批判释氏一些空虚的玄辨。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援西入中”
之时，也必须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将其学术信仰内纯思辨的
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以与儒家心性学相通（为避免被庸俗化或被简
单地政治意识形态化，因而仍须保持其本然的超越维度），以逐步改变当今“我
川他海”，即“汉话胡说”的尴尬局面，最终真正完成中国新的意义系统的构建。 



 

总  论 

 

综上所述，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宝典《易经》所折射的元精神“乾健”、“自强
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不仅是突破生存困境大法宝，也是突破意义
困境，走出迷宫的唯一生路。弘扬中国儒家所阐发的心灵哲学，将西方哲学所谓
的“语言的牢笼”尽皆黜落而皈依于心灵，因为心灵乃是语言的家园。从来大道至
简，不可溺于玄辨。只有通过心灵的超绝，才能与世界沟通，无物我、无内外、
无主客、无天人，最终实现廓然大公，涵容所有的哲学视域，把目光投注于现实
的生活世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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